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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杂糅空间”

杨　未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是后移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
论问题。从生态移民的地理空间看，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

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生态经济与文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少数
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提供借鉴，通过仪式的功能发挥，建构巴巴所说的“杂糅空间”，重建少数民族生
态移民社区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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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有很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为
了谋生存，地狭人众的“狭乡”向地广人稀的“宽
乡”的人口迁移、有以转产、改业为特征的人口迁
移，也有因战争或巩固政权以强制性为主的政治
性人口迁移，甚至还有国际性的人口迁移。这些
人口迁移可以看成是工程移民或生态移民，客观
上促进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下的民族群体的交

流与融合。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以及“生态移民”概

念的提出，是现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极大
关注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１９００年，美国科学家
考尔斯首次将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生态学，我国
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了对“生态移民”
的关注与实践。生态移民给各个移民族群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生态移民是人口在空间
环境上的移动，它不仅涉及迁移人口对自然生态
系统的适应与相洽，而是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
系统，它不是简单地再现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原貌

或是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对于移民群体来
说，还是对于移入地原住民群体来说，都会产生
程度不同的文化不适与冲突，因此，如何进行生
态移民社区文化的整合与调适，实现社会系统的
文化生态重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
聚居区的空间耦合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某个
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

而进行的移民，也指因自然环境恶劣，基本不具
备人类生存条件或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而将当

地人民整体迁出的移民。［１］生态移民的目的就是
使生态系统演替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进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西部地区不少牧区、山
区等沙漠化、石漠化节奏加快，生态环境的极端
恶化，致使居民无法保障正常生活，成为国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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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困地区”。我国以“易地扶贫”开启的生
态移民实践过程就是始于这个时期，１９８２年开
始，宁夏开始探索采取“异地安置”的扶贫方式将
此地居民迁居外地，目的是解决“特困地区”的经
济贫困问题。此后，这种扶贫方式被引入西部的
其他一些省份———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川、陕
西、贵州等，目的是保护和恢复内蒙古草原、三江
源地区的自然生态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生
态移民开始大规模的推进。进入新世纪后，国家
为生态移民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及规划，

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提出了对目前极少
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
困人口，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实行搬迁扶贫，生
态移民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在全国、特
别是西部生态脆弱地区推开。①

在我国，生态移民地区主要是生态环境脆弱
地带，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中国农村贫困监测
报告》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统计显示，我国绝对贫困人
口６６％在西部地区，西部贫困的发生以及贫困程
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为密切的

关系，贫困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生态比较脆弱的地
区。另一方面，全国５５个少数民族人口中，有５０
个集中分布在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
族人口的７２％。［２］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
区也是高度重合。
以贵州为例。贵州的贫困人口８５％以上集

中分布在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位于鄂、
渝、湘、黔四省（市）交界处，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
点区域，居住有３６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５６．２％，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
区；乌蒙山片区则涉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共３８
个县（市、区），贵州乌蒙山区主要是毕节、遵义的
１０个县（市、区）也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
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２０．０４％；滇桂黔
石漠化区在贵州境中涉及５个州（地级市）４１个
县（市、区），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总数
的４２．７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
口的６５．６％。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之粗放式发展模
式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生态与生存成为一对
难以化解的矛盾。贵州全面实施扶贫生态移民

工程，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生态贫困地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贵州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４３６万人，即
便如此，截止２０１３年，贵州仍有１１４９万贫困人
口，生态移民工程任重道远，因此，在《贵州省

２０１４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中进一步明
确“搬迁对象以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特别是石
漠化严重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迁出地点以生态
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地方为主，搬迁
区域以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地区

为主。”②

我国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地

理分布上是耦合的，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
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这种
耦合不是偶然的。少数民族地区多是生态脆弱
地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依存度高，生态环境承
载力低，加之落后、简单、粗放的的生产方式，只
能开发相对容易开发的土地、森林、草地等自然
资源，但不能有效利用，贫困必然发生，贫困既是
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同时又是加剧生态恶化的
重要因素，贫困与生态恶化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
性循环。少数民族安贫乐命、安土重迁的生活态
度不仅是造成贫困的一个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其
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态度，因此，这种空间的耦
合让我们在关注生态移民社会生态系统重建时

必须要注重文化生态的重建。

二、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面临转型

西部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不同的文化生态系

统，每个民族都按一定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条件
下生存，并世代传承。这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
存条件又由语言、神话、住居、饮食、礼仪、人际关
联、生产技能、地理环境等因素组成。这些因素
彼此密切关联，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系统，我们称
之为民族文化生态。［３］

从目前生态移民的形态看，主要是为克服生
存条件不足而将生态贫困地区的居民迁出，在迁
出区进行生态重建，这是国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和贫困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少数民族地区生态
移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经济、资源、环
境等多方面问题，还涉及生活习俗和文化取向的
混杂融合问题，生态移民不仅改变了移民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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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１００年）》。

贵州省人民政府网：《贵州省２０１４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



生产、生活方式，并对他们固有的思想观念有直
接影响，移入地原住民和新移民也面临着融合与
发展的问题，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自然生态与文
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
生存技能，生态移民后新移民会选择其他生

计方式，如做生意、外出打工。但是，缺乏必要的
人脉资源、本身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也较
差，市场竞争能力弱，造成移民群体在迁入地择
业机会寥寥无几，即使向非农（牧）产业转移，大
部分人也摆脱不了低端体力劳动的地位，严重影
响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给少数民族移民的生产
生活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迁移过程中，分散
了宗族关系和邻里关系，人们失去了原有的日常
社会活动秩序，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家庭来说，
无论是农耕、收割还是放牧，多是依靠宗族关系
和邻里关系以互相帮助的方式完成。生态移民
后亲友网络和危难共济关系网络破裂，他们需要
选择和建构新人脉关系。如：黔西南兴义市巴结
镇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农业移民１９９３６人（其中库区
周围后靠安置７４５７人，跨乡镇外迁安置１２４７９
人）这些，移民主要是布依族，他们分别安置在万
屯、郑屯、桔山、马岭、则戎、下午屯、顶效、鲁屯８
个乡镇的１５个安置点，赖以维持生计的生产只
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人手的不够是他们面临的
实际困难。再比如“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
目———三江源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中，对青
海省泽库县进行了调研，根据移民工程最初的设
想，移民家庭中畜牧业从业比例应接近于零，调
查发现移民家庭存在较大比例返牧现象，对于传
统的能源———牛羊粪的使用习惯，使其在电能上
花费低于牧民家庭，由于减畜禁牧的三江源区因
牛羊粪数量减少市场价格升高，反而增加移民家
庭的经济负担。［４］１１７８

沟通与交流出现障碍，期待维持和延续本民
族的文化脉络。移民社区的人口规模是“规划”
好后给定的，集中安置的方式下，为保证社区的
整体性，小规模安置区的移民多来源于同一地
区，这些地区也多是同一民族，交流不存在语言
障碍，也不会有太多的文化冲突，但是，大规模的
安置区，移民可能来自不同地区，语言、习俗都不
同，就会产生文化冲突。分散安置的方式，有少
数移民穿插安置在一个社区中，作为少数人的他

们，即便是语言相通，也会在心理上存在不适。
移民社区的住房也多是“规划”好的，样式统

一的房屋和新的地理环境打破了原有地域空间

存在的安全感，加之故土难离的思想和对旧社区
的惯性认同，情感归属感、认同感也随之受到影
响，对于那些分散安置的移民来说，还会产生在
新居住地的孤独和疏离感，零散的移民可能会变
得孤单，甚至会被迁入社区边缘化。从文化势
差①的角度进行分析，处于少数民族地区或经济
落后地区的移民，更有可能釆取调整自身价值观
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被动或主动地适应迁
入地的生活方式；如果移民占多数，就可能会将
本族群原有的价值观念、习俗强加于迁入地，对
具有相同族源关系的移民，迁入地社区的原著居
民可能会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但是，对于来自
经济落后地区的移民或他民族的移民，就会采取
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生态移民工程推进的过程中，移民对迁入

地生活环境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会越
来越关注，对民俗仪式、文娱设施、邻里关系等物
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环境产生更高的期望，不论基
于何种原因，他们会对维持和延续本民族的文化
脉络有所期望。
面临着社区的“陌生化”，文化生态需要重

建———生态移民社区与传统社区相比，更加侧重
于“共同地域”。传统社区是以多是血缘群体的
组成的村落为依托高度聚集的地域空间，具有自
然的村落边界，通常以河流、空地、山林等为标
志。传统的血缘群体村落人口规模较小，血缘关
系浓厚，家庭是基本生活单位，家族观念深厚，人
际关系密切；传统的自然村中往往只有简单的生
活服务设施，由于它是世代繁衍、共同生活的结
果，人们对本村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即使是建国后的行政区划形成的一些行政村，虽
然打破了各村落之间的血缘和地域界限，但其应
有的传统联系并未削弱，由于长期的相处，习俗、
道德、舆论等非制度化的社会控制方式起着较为
重要的整合作用，对行政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较强。
生态移民针对生态脆弱或生态极端恶化地

区的“易地扶贫”措施，最初在我国实施时就是以
通俗易懂的口号———“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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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势差是任继愈先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文化必能影响低层次的文化，相同层次的文化接触后，谁
也支配不了谁，往往相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任继愈：《文化发展的势差规律》，载于《群言》，１９８７（１２）。



的地方走旱路，水旱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为基
本思路，因此，注重的是地域选择，带来的是亲属
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及功能降低，属
于自己的时空制度被打破。当下生态移民与“逐
水草而居”的移民不一样，不是整个族群的男女
老幼家居杂物全堆在牛车、或马车上，从此地出
发，寻找新的生存地，在大地上蜗行前进。整个
血缘家族的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相互的保护，
强化了血缘意识，固定下来后多采取大聚居、小
分散的居住模式，村落与家族多是重叠的，是以
血缘关系形成的，经过代代繁衍及家庭的裂变，
形成了共同拥有“开基祖先”的宗族。他们的生
活节奏表面上看是顺其自然的，按季节从事农业
生产，按节气安排农事；有着自己的祖先崇拜，不
同的祭祖方式，世代传承的文化样式。生态移民
后在新的生活社区会面临着文化生态的“陌生
化”，移民既有的社会伦理文化难以顺利地进行
群体性生活，如果应对不当，都会成为移民族群
自我发展的巨大障碍。

三、构建生态移民社区文化
多元的“杂糅空间”

　　生态移民社区的建设如前所述，人口规模有
限制，确定了地域区位并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
设，这些成为生态移民社区构建的最初条件，生
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也具有文化意义，无论是
移民还是原住民，都必然经历着一个文化适应的
过程或体验，社区成员的适应状况反映着社区构
建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借鉴霍米·
巴巴混杂性理论来关注一下生态移民社区的

建设。
霍米·巴巴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话语“神圣

三位一体”（萨义德、斯皮瓦特、巴巴）中的重要一
员，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的著述
不多，但却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是当今世界
上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阐发者之一。霍米·巴
巴混杂性理论是针对多元文化交错共生于同一

时空时的文化生态提出的。
巴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了各种时

空，纯粹和单一的文化时空已不复存在。整个世
界的文化都日趋间隔化和杂合化，民族是叙述的
建构物，它来自不断冲突的各文化要素之间的混
杂与相互作用；民族的形成不是由种族、语言、宗
教、地理等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对某种丰富的记
忆遗产的共有以及在当今达成了一种共识，愿意

共同居住在一起，愿意保持并发扬他们共有的传
统价值观念。民族是一种源自深刻的历史复杂
情境的“精神原则”，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有
益的，是一种道德良心；但民族又不是永久性的，
而是有始有终的。他认为存在着“总可以相互商
讨的民族的边界”。［５］

我国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移入地社区，均
为两个或多个文化在同一空间中遭遇、碰撞、交
往和互动的社区，这样的社区状况其实与霍米·
巴巴所关注的生活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借鉴
他的混杂性文化理论，对我们探寻移民社区文化
重建图景和内在机理具有很强的启发性。［６］只要
是为了共同的家园———生存环境，为了构筑美好
生活，生态移民社区的文化生态重构是可能的。
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后文化“重建什么”和“怎

样重建”呢？
期待“传统得以发明”。历史上各类移民与

迁入地民族长期杂居，移民后代的经济生活、文
化特征已逐渐淡化其民族特色，经过社会交往和
接触，自身的文化也散播开来，逐渐为迁入地社
会所接受。比如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
社区的形成，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形成了一个
自给自足的有着自己的符号、规则和运作机制的
“小社会”，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市亚系统，移
民携带着生产技术在异地迅速地建设起生活所

需的住房、商店，甚至学校、医院、商场、广播站
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一些新的文化符
号———“发明”了“厂矿普通话”、军队生活的时间
节奏、婚丧嫁娶时分工合作的团队。他们按照一
定的“实践结构”进行交流，在特定的界域内利用
和“消费”语言符号。生态移民族群虽然与他们
不同，没有携带生产技能，同时，由于历史的原
因，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当
两种文化碰撞时，势必会造成生态移民族群的文
化退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退让不等于消
逝，新的文化符号在不断产生，融合是必然的。
霍米·巴巴认为，疆域、传统和民族认同确

实给人以重要的归属感，但如果我们太过强调、
甚至崇拜文化、民族认同或传统，或者如果这种
链接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就会导向一种限制性
共谋，会将我们带回到１９世纪那陈旧的社会文
化范式中。重建文化差异的话语不只要求文化
内容和象征的简单变化。这种重建需要对社会
的时间性作彻底的修订，在这种时间性中，正在
出现的历史或可被书写：“符号”重新发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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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或许被刻写，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
带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
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４］１１７８

霍米·巴巴还认为：“物体需要同‘他者’和
另类的时间性协商，同时开启了社会差异和他性
的空间”，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当代的数字形式调
和时，艺术家们是可以在修正现时的文化史的同
时也重新了传统。［７］在借鉴霍米·巴巴的这一观
点，并将其应用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建设中，我
们发现，生态移民社区的融合中，重构新的“文化
符号”，重新刻写各自的文化身份，传统是可以发
明的。
用仪式重构杂糅空间。生态移民与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的移民都不一样，尽管都面对因生
存环境（包括自然生境和人际社会环境）改变所
带来的挑战和异质性文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
击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面对原住民产生文化不
适，另一方面则是与原住民一起面对的全球化浪
潮的席卷，民族经验变得破碎不全，民族认同也
出现了裂纹。霍米·巴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
构认同的路径———必须在过去的“回声”中理解
当代的现实；要通过重新安置和调整“他者”；为
了处理这些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的”范畴，
巴巴指出：“正是在间隙的现身之处———差异之
领地的交叠和移位处，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
价值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经验才能够被协商

……”，“就文化身份而言，混杂性是说不同的文
化之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总是相互碰撞的，
这种碰撞和交流就导致了文化上的混杂化”［８］。
巴巴主张通过“协商”开始了一种新的言语

行为，主张两种文化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
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
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他认为多元文
化的混杂，不但使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切穿插的
可能，这种跨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
生的意义得以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仪式来进行杂糅空间的

文化生态重建，中国本来就是礼仪之邦，仪式是
连接传统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它是由传统
发展而来，是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可
以帮助人们互相理解。仪式本身也具有再生产
和再塑造的特征，比如中国传统的红白喜事，不

仅是对新人的祝贺或是对死者的哀悼，更是对社
区“网络关系”的确认。各类仪式活动中重申道
德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集体的参与可以
促进生态移民社区的认同与团结；另一方面仪式
可以让个人的失落与不满游戏化，成为情感表达
的渠道，化解矛盾。仪式就是一整套通常由已公
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它暗含
与过去的连续性，通过不断的重复得以实现。它
是承袭传统，同时也是制造传统、发明传统的
工具。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混杂

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非常具有典型性
的是今天的“贵州文化”，它其实就是各民族（族
群）文化的混杂融合———宋元时期的“军马经
济”、明代的“屯堡社会”、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
和“流亡文化”、以及建国后的“三线建设”等，这
些先后移入的文化形态都是基于共同生存环境

下的自我生长并与其他文化混杂融合，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生态，对贵州当地的经济和文化都产生
过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中，尽管物
质边界和观念边界都在漂移，新的文化符号在不
断产生，文化不仅是一种形态，而是在社会实践
中形成的，尊重与对话、混杂与融合，建构一个杂
糅空间，对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文化生态
重建无疑是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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